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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中四至中六）
選修部分單元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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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單元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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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撥亂反正，學術界、思想界迫切感到重建知識的重要性。而意識形態控制的放鬆，一方面使中國傳統文化的研討得以恢復，另一方面大量西方的人文社會思潮亦不斷傳入，八○年代思想界百花齊放，一時朝氣蓬勃。當時有三股新思潮湧現，值得注意。一是以湯一介為首的「中國文化書院」，主張重檢傳統文化以配合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是金觀濤、劉青峰及包遵信等的「走向未來叢書」，強調以科學的精神來審視中國歷史和文化。一是甘陽等年青學人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主力吸收歐洲的存在主義、解釋學等思想。這三股思潮，除中國文化書院對傳統文化有所肯定外，其餘的則較傾向於批判以至斬斷傳統。傳統與反傳統思潮的角力再度重演。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旬，北京電視台播映《河殤》，引起海內外的熱烈討論，可以說是反傳統思潮的一個高峰。《河殤》對現實問題的針砭，對文化的反思，活脫脫是五四舊調的重彈。理由是：（1）《河殤》所流露的民族憂患意識，是五四精神的延續；（2）《河殤》把現實各種弊害，通通歸罪於中國傳統文化；背後那藉思想文化以救國的思維方式與五四如出一轍；（3）重新提倡吸收科學與民主。
若問為何中國現代的思想走了七十年，卻像繞了個大圈，又回到五四的起點？余英時提出一個很富啟發性的答案。他以為五四本來講自由、民主與個性解放等，但因迫於現實，乃轉向社會主義。其結果則是舊的儒家倫理被新的教條主義取代，個性自由始終無法伸張。到了「文革」的禍害萌發出民族群體的反思，自由民主的議題遂再一次被提到思想的日程上來。至於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表面上看「文革」的破四舊已把傳統批駁得體無完膚，但實際上卻陷落於激進主義的悖論。此即愈是激進地否定傳統文化便愈是不自覺地用壞傳統來代替好傳統。明乎此，則《河殤》把「文革」解讀為傳統劣根性的表現，便不難理解。問題是，重彈五四的舊調並不能夠幫助我們保守和繼承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成分。
必須指出，反傳統的思潮儘管來勢洶洶，卻無法將恢復傳統文化的要求聲音掩蓋，九○年代出現的「國學熱」便是明證。箇中的理由在於，「文革」使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破產，在文化與價值處於真空的狀態下，不單知識分子表現出重新認識文化傳統的嚴肅要求，甚至官方也開始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產生興趣。不過傳統文化復興的契機仍有可能不幸地變成危機，余英時便警告說：官方若想發展一套政治化的儒學來緣飾其政權的合法性，則對儒學而言或將是「死亡之吻」。總之，中國傳統文化何去何從，還有待知識分子用心思考。
學習重心（五）：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傳統與反傳統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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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深刻的變化還在思想和文化領域。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口號下，知識分子獲得了某種言論空間，出現了建國以來少有的學術繁榮、思想活躍的局面。知識界就重大社會問題和中國的未來走向發表言論的勇氣，是前所未有的。
決策層和知識界都有恢復和繁榮科學文化的緊迫感。1977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基礎上，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1979年以後，各省市自治區也先後成立社會科學院所。社會科學院系統、高等學校系統和政府職能部門各類研究機關迅速增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所轄研究所由『文革』前的十四個增加到1980年的二十六個，具有標誌意義的是，過去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偽科學』而成為禁區的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得以恢復。『文革』時期，幾乎所有期刊雜誌都停辦了（1969年全國只剩下20種，1976年恢復到542份），『文革』後各種期刊紛紛復刊、創刊，到1979年達到高潮，全國雜誌總數達到1479種。比『文革』前夕的1965年增加680種，增加86%。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各種國外人文科學著作和思想不可遏阻地傳入中國。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翻譯浪潮在80年代初出現了。」


資料來源：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卷），頁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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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那麼，近年中國大陸湧現了一些什麼樣的思潮？他們對中國的問題作出什麽診斷，開出什麼藥方呢？
■答：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以湯一介發起的中國文化書院為代表的潮流；第二個是『走向未來』（叢書）所代表的思潮；第三個潮流是更年輕的像甘陽等一批人。
湯一介等人主張重新檢視傳統文化，認為傳統文化不應片面抹殺。這裏要補充說明一點，就是在中國大陸談到思想問題，必須納進馬列的框架內。雖然湯一介說要對傳統重新反思，但並不是一些人所說的『復辟』，而是放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大陸能夠提『發展馬克思』，這已是很破天荒了，須知在文革時，稍動一下就要背上『修正主義』的罪名。中國文化書院的這個潮流，可能和海外新儒家探討的問題較接近。
□問：第二和第三種潮流又有些什麼代表人物和想法？
■答：第二種思潮，也就是『走向未來』的一批人，包括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和包遵信等。其中包遵信的思想不那麼嚴密，而金觀濤則可說是好學深思。金觀濤原本是學科學的，後來以『系統論』和『控制論』去研究歷史。大陸搞中國哲學的人往往不懂外文，也不注意現代化的新思潮，但『走向未來』這批人則視域較廣，有比較的觀念。他們主要是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發展方面有何不同，並提出一個老問題，嘗試作出回答，就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何到了近代會停滯不前。
第三個潮流就我所知的有甘陽等人，也弄了一套叢書，主要以翻譯為主，已經出版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卡西勒（爾）的《人論》，等等，他們又和金觀濤等人不同，他們吸收的是歐洲的存在主義、解釋學。這一派的看法更傾向於『全盤西化』，但他們絕不會用『全盤西化』這個名詞，因為這在政治上是犯忌的。他們主張全面向外開放，基本上覺得傳統的東西是阻礙，應該加速把西方的東西介紹過來。」


資料來源：李怡、方蘇訪問，方蘇整理：〈思想文化危機還是現實危機——劉述先談大陸思潮、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原刊《九十年代》總219期，1988.4），收劉述先：《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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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點出了金觀濤等人提到中國為什麼不產生先進科學的問題。那麼，他們怎樣看傳統、現代及未來呢？
■答：這方面，金觀濤的一些看法很有意思。例如，他認為科學的理論、實驗和技術三者平衡發展，就會有加速度的進步；但中國以往的情況是技術水平最高，理論最低，而實驗則是越到後來就越低。照他的看法，就是中國歷史原來的一套對我們現在已不適用，妨礙我們進步，必須改變，要找一套新的發展模式。但對新的模式以及和傳統的關係，他卻沒有太多的討論。
□問：他們是否認為必須斬斷傳統的包袱呢？
■答：並不是那麼清楚，也許他們剛開始時會有這種想法，但書看得越多，就越不能那麼武斷。
□問：同是『走向未來』的一群，包遵信的想法又是否更傾向於斬斷傳統呢？
■答：包遵信仍維持較為『西化』的看法。他論及新儒家時，仍是把梁漱溟、牟宗三以及國內和海外的學者的看法拼凑成一負面的圖畫。我認為他是把大陸一些『封建』的東西歸咎於儒家思想，然後加以撻伐。如果說斬斷傳統，我想一批更年輕人的看法會更加激進；在他們看來，金觀濤等人也歸入保守一派了。
□問：也就是第三個潮流，像甘陽等新的一代。為什麼說他們的想法激進呢？
■答：像甘陽這一代的人，本來不是研究中國的東西，而是研究外國的。我留意到甘陽，是因為他翻譯了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人論》，然後又研究歐洲的解釋學，再引用到中國來。甘陽等人的叢書叫『現代西方學術文庫』，還出了雜誌（《文化：中國與世界》）。現在，他們覺得自己做事很困難，不比湯一介等人，得到官方首肯。其實，這是相對的，湯一介等也曾要搞一個《國學集刊》，但卻辦不成。聽說是被上面批為『復古』，而且裏面有牟宗三的文章（牟被認為是『反動學人』），結果壓了好幾年，改名為《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才印了出來。所以，湯一介他們也受到很大壓力，但在甘陽看來已是得到官方支持。甘陽等人翻譯西方思潮典籍，也吸引了不少人，像《人論》那樣，一印再印，超過二十萬本。」


資料來源：李怡、方蘇訪問，方蘇整理：〈思想文化危機還是現實危機——劉述先談大陸思潮、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原刊《九十年代》總219期，1988.4），收劉述先：《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頁15-16。
[image: image9.jpg]



	「〔……〕我們可以說，儒學即使根本不能促進工業文明、商人精神、科技進步、民主政制，也絕不意味著儒學的價值就因此而減少了一絲一毫，更不意味著儒學就完全沒有價值，反之，儒學即使能有這種促進作用也不見得就使它能由此身價暴漲，因為儒學的基本心思向來就不在於此，今後亦大可不必非向此一方向去開展。事實上，在這些『社會系統』的範圍之外，尚有足夠廣闊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可供儒學駐足，儒學正應該在這一天地中重新確立自己的任務、耕耘自己的領地、堅持自己的旨趣、發展自己的理論。簡單地說，在我看來，儒學在現代世界中的位置乃在於：在一個工具理性必然佔主導地位的工商社會和技術時代，毫不動搖地繼續堅持價值理性的關懷、維護人文文化的傳統和活力，……這樣一種立場，我願將之稱為『一種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保守主義』。……
……

在這樣一個『脫魅』的年代，儒學在當代中國的命運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國大陸這些年來幾乎一邊倒的『反傳統』浪潮也正是在這裡有其充分的根據、充分的合理性、充分的必要性、甚至充分的迫切性。儒學重又被拉出來批判，並不僅僅是像海外學者所以為的那樣只是『借鍾旭打鬼』，因為根本的根本實際在於：中國今後應該仍然以『道德理性』為本，還是以『經濟增長』為本，是以『價值理性』為原則，還是以『工具理性』為原則。十年來所有的反反覆覆，實隱從根本上都集中在這一點上。答案自然是清楚的：今日及今後中國必須以『經濟增長』為本，以『工具理性』為原則。相反的道路不啻是一種倒退。儒學之遭到普遍的拒斥，普遍的批判，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主要在大陸以外發展的『現代新儒家』，在大陸很難得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自然也就是必然的了。因為牟宗三等人在理論上的『道德理想主義』，如果在現在大陸的實踐層面上真正落實，不仍然正是回到以往的那種實踐道路嗎？」


說明：上引文字借用了不少西方概念，現略作解釋如下：（1）「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1864-1920）描述「現代性」（modernity）的特色之一。簡單來說，韋伯認為在現代世界中，人已無法為價值提供一理性基礎（即凡是理性的人皆會承認的）；甲可以A為價值，乙可以～A為價值，人的理性卻無法證立孰是孰非。換言之，人已無法有一「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價值的認定變成是每個人主觀的選取。不過，當我們已經認定某一價值後，則我們的理性還可以告訴我們（即凡是理性的人皆會承認的）什麼是最有效的工具或手段來獲得此一價值。這種計算工具有效性的理性能力，就是工具理性。韋伯指出現代世界是工具理性主導的世界，這在經濟活動中尤其突出。反觀儒學主張人皆有仁義禮智，則屬韋伯所謂的價值理性；上文的作者便據此認為，儒學在當前追求經濟現代化（亦即必須強調工具理性）的中國，被批判排斥乃是順理成章的事。（2）至於「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 world）乃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提倡的觀念。扼要而言，生活世界是指人原初直接經驗的世界，這世界是一切理論化世界（例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所建構的世界）的基礎。上文的作者說儒學已無能為力於現代世界中的各種社會系統，卻可以本其用心駐足於生活世界以維持其批判的人文精神，大概是意謂儒學仍可以作為一種個人的修身智慧而有用武之地。（3）總之，作者的意思似乎是儒學今天應放棄其「外王」的追求，退而只講「內聖」，成為一套可供人選取認定的價值。最後，必須指出的是，作者甘陽的思想不斷在變，八十年代即上文寫作時，他主要是個西化派，嚮往自由主義。不過二十年過去之後，他現今已變成對西方現代性文化的批判者，被視為當前中國大陸「新左派思潮」的代表人物。
資料來源：甘陽：〈儒學在現代中國的角色與出路〉（1988.8發表於新加坡舉行的「儒學發展的問題和前景」國際研討會），收氏著：《我們在創造傳統》（台北：聯經，1989年），頁5；17-18。

建議討論問題：
1. 依資料一，中國大陸在「文革」後「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對思想界、學術界造成什麼影響？
2. 據資料二所述，八○年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界湧現了哪三股新思潮？這些思潮各有什麼特色？
3. 據資料二及三所述，各種新思潮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4. 依資料四，作為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甘陽為什麼認為在現代中國，「儒學之遭到普遍的拒斥，普遍的批判」是順理成章的？什麼是他所理解的儒學的基本用心？他對儒學在現代中國的角色與出路作了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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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旬，北京電視台播出了一齣共六集三小時長的以民族自我批判為中心的《河殤》電視集。播出之後，立即引起強烈的反應，出現了百口傳誦的『河殤熱』。由於中共領導層對此有褒有貶，時而禁映，時而放映，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王震對《河殤》的怒斥，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又公開對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表示對《河殤》的讚許與支持。（見劉燕英『王震談《河殤》語驚四座』，《鏡報》一三八期。）這一來，更把《河殤》這部文化反思的作品摻雜了濃厚的政治色彩。有一點幾乎是大陸文化思想界的鐵律，當政者越是『過問』，越是『干涉』或禁止的東西，一定越為社會大眾所歡迎。王震對《河殤》之過問與干涉，無疑把『河殤熱』一波一波的推高。事實上，不止《河殤》的電視片大受歡迎，《河殤》的解說詞也是洛陽紙貴，風行大江南北，據《中國青年報》的報導在八八年七月，《河殤》的解說詞，已成為全國十大暢銷書之一，銷達四十多萬冊。此外，天津搞『河殤週』，武漢搞『河殤月』，廣州搞『藍色行動』，猗嶼盛哉，《河殤》變成了『河殤現象』。
『河殤現象』不止限於中國大陸，更波及到海峽對岸的台灣，以及大陸南端的香港。《河殤》的錄影帶在台灣與香港成為文化知識界的搶手貨，《河殤》的解說詞在台港二地且有多種版本的流行，無不暢銷。……至於它在大陸、台灣、香港這三個不同的中國人社會蔓延為『河殤現象』，則不能不說是由於這三個不同的中國人社會背後的文化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的反映。當然，如果不是八十年代以來，三個中國人社會因開放而互動，亦不會有如此廣延的『河殤現象』。」


資料來源：金耀基：〈《河殤》與中國人的反思〉，收蘇曉康等著：《龍年的悲愴——《河殤》‧爭鳴與回應》（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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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殤》是沉重的。它的主調與基音都是悲涼的。整個片集充滿了憂患意識。《河殤》的作者們被巨大現實引發的危機感所撞激、所籠罩。因此理性的思索不覺流於感性的吶喊。《河殤》的誠摯感在此，《河殤》的感染力也在此。生長在共產中國年輕或中年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可能像『長征』的老一代為一個浪漫的革命理想所驅動，也不可能像早一代因聽到天安門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聲音而激奮；他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壞、大動亂及其遺留的種種扭曲與落伍的現實。他們自自然然要詰問的是『為什麽會發生文革？』文革萌發了民族群體的反思。一九七八年『四人幫』垮台後，中共揭櫫四個現代化，倡導改革與開放，這是中共的『新長征』。但十年的新長征，雖然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回來，雖然在文革的廢墟上已出現了新建設，雖然馬列主義已有了比較合理的新詮釋（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但是，改革卻舉步維艱，經濟體制的變革因政治體制的僵硬而難有突破。而官僚主義、官倒、特權等更使經濟變革發生嚴重歪曲，驟然出現通貨膨脹，價格失調，人心憂惶的現象，至於開放的結果，新資訊、新思想不斷湧入，中國進入世界，世界也進入中國，中國大陸的情境被置放在世界架構中便顯得極度的不妙，……
……
毫無疑問，《河殤》是『緊扣人民所關心的現實問題』的。這就是《河殤》作者為《河殤》電視片找到的『激活點』（頁四）。這也是它能夠引起萬山響應的『河殤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河殤》不是一部如有些人所說的文藝片，它是一部對現實有一定程度針對性的『政論片』（頁二），我們不能輕忽它的嚴肅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沉重詰問』。」


資料來源：金耀基：〈《河殤》與中國人的反思〉，收蘇曉康等著：《龍年的悲愴——《河殤》‧爭鳴與回應》（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6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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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河殤》對提出的具有現實主義的沉重詰問，在它提出的答案中，卻如有些年輕大學生所說，『繞過現實的險灘，轉而去罵我們的祖宗是沒有出息的行為，為什麼不就現實批判現實呢？』（見管執中、洪淑娟：〈訪《河殤》總撰稿王魯湘〉，《遠見》卅一期，一九八九年一月）。《河殤》作者王魯湘也承認『有些話我不能說』，我想這是應該可以同情理解的。不過，《河殤》的作者『不就現實批判現實』，而去批判中國的『老祖宗』卻不只是為了『繞過現實的險灘』的便宜，因為，他們相信，『從根本上說，這些最現實的問題恰恰都可以從我們民族最深奧的「文化根」上找到答案。』（頁五）。他們相信中國要有出路，『我們必須重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頁六）。很明顯的，《河殤》是贊成社會主義的改革的，有人更認為它是『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但正如《河殤》撰稿人之一遠志明所說：『中國的改革從根本上說，是對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社會的全面改造，這種全面改造中的諸多艱難和阻力恰恰是封建傳統延續的影響』（遠志明：〈《河殤》與高級牢騷〉，《光明日報》，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以是，《河殤》雖是有現實意含的政論片，卻也是『把思想這個元素放到第一位』的文化反思的作品（頁三）。事實上，它在文化思想界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的討論與爭議，正是由於它這個特點。我們不能不承認《河殤》是當代中國大陸知識界對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化這個大課題具有相當程度代表性的文化反思。」


資料來源：金耀基：〈《河殤》與中國人的反思〉，收蘇曉康等著：《龍年的悲愴——《河殤》‧爭鳴與回應》（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66-67。
建議討論問題：
1. 依資料一，當政者的過問干涉為什麼使得《河殤》這套電視片集被百口傳誦？
2. 依資料一，為什麼「河殤現象」不止限於中國大陸而波及台灣、香港？
3. 依資料二，《河殤》的作者群即「生長在共產中國年輕或中年的知識分子」，他們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為何這些感受是使得《河殤》「能够引起萬山響應的河殤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4. 依資料三，《河殤》「不就現實批判現實」，而把現實問題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是為了「繞過現實的險灘」嗎？到底《河殤》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所出現的種種問題、艱難與阻力歸根到底是個什麽問題？
5. 綜合資料一至三，為什麼作者說《河殤》不是一套文藝片，而是一套政論片、一套文化反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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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的傳人啊，黄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祖先已經創造了的文明，黃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們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黄河裏流倘出來。舊文明的沉渣已經像淤積在黄河河道裏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裏。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沖刷。
這場大洪峰已經到來。它就是工業文明。它在召喚我們！」


資料來源：蘇曉康、王魯湘（總撰稿）：《河殤》（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8年），頁22。
[image: image17.jpg]



	「直至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國文化熱』的大討論中，人們依然在繼續着中西文化優劣的百年未決的爭辯。無論是『全盤西化』的一派幻想，還是『儒家文明第三繁榮期』註的一廂情願，一切都彷彿還在原地踏步。難怪有的青年學者這樣感嘆道：巨大的文化財產變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優越感變成了巨大的文化負罪感，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巨大心理障礙。
變法之艱難，或許就難在我們總在擔心『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嗎？』我們似乎並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裏，不論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還是啟蒙運動，西歐人至少從未担心過，在改革之後是否變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了、不是法蘭西人了。唯獨在中國，這是最大的忌諱。
這或許正是那黃色文明的沉重之處和淺薄之處！」


註：此處「儒家文明第三繁榮期」，指的是當代新儒家的主張。牟宗三首倡儒學發展三期說：先秦、宋明與當代（三個能發展儒學精粹的時代），後由杜維明廣布天下。如是，當代新儒家乃是承擔着儒學第三期復興的責任。至於擔心「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嗎」，指的是本位文化的立場，三十年代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即是典例。
資料來源：蘇曉康、王魯湘（總撰稿）：《河殤》（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8年），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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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多年前的哲學家莊子，給我們講過一個寓言：

黃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漲大水的時候發現自己很偉大，居然兩岸之間分辨不清牛馬。他盡情往下游漂去，實然看見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訴他，不能和井蛙談論大海，因為它只知道自己那點小小的地盤，無法想像大海的博大。而現在，我的河伯，你終於定出了壅塞的河道，看見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這是一個象徵。它說的並不是古代中國，它好像是在預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認識大海的博大與力量，不過一個世紀。它面向大海發出的那一聲長長的嘆息，穿過一百多年的歷史，一直迴響到今天。
（再一次推出片名：蔚藍色）
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給我們，什麽是真正的民主意識。
單靠這片黄土和這條黄河，已經養育不起日益膨脹的人口，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過去的營養和精力。」


資料來源：蘇曉康、王魯湘（總撰稿）：《河殤》（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8年），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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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的『五四』運動，第一次以徹底的不妥協精神，亮出了『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但是，這種激進的文化潮流，並沒有沖洗掉政治上、經濟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義積澱。幾十年來，時而浮渣泛起，時而一片冰封。
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


資料來源：蘇曉康、王魯湘（總撰稿）：《河殤》（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8年），頁106。
建議討論問題：
1. 依資料四，什麼是《河殤》所謂的新、舊文化？
2. 依資料五，《河殤》批判了哪三種文化立場？
3. 依資料六，黄河及其千年積澱與大海及其博大力量到底分別譬喻着什麼？《河殤》認為什麽是以黄河為象徵的舊文化已經不能教給現代中國人的東西？
4. 依資料七，《河殤》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成功嗎？它如何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
5. 綜合資料四至七，《河殤》雖說「『全盤西化』是一派幻想」，你認為它真的是反對全盤西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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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是極清楚的，《河殤》對中國文化雖然有無情的鞭撻；但是動機卻是出於一份強烈的愛國感。這情形與七十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如出一轍。不止於此，《河殤》的文化反思也是『五四』式的。『五四』要全面批判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河殤》正繼承了這個精神。像『五四』一樣，《河殤》也把中國之落後、貧窮、專制等現象歸因減約到中國文化的因素。《河殤》的反思層面儘管非常廣泛，提到中華民族出路的答案時更提出了『蔚藍色』的海洋，但在根本上，其答案是要中國從農業文明轉變為『工業文明』（頁二二、七六），是要使中國從傳統走上現代化。而要建立工業文明與現代化則必須要重新接近『五四』從西方邀請過來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因為黄河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意識（頁一○三）。《河殤》的作者說：『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頁一○六）。認真地說，《河殤》文化反思的內涵，並沒有突破『五四』的文化反思，不過《河殤》不再用『孔家店』，卻用了一些民間最熟悉的象徵中國的符號，來批判中國文化。除了黄河之外，又選擇了龍與長城。黄河、龍、長城是中國人心理上所認同的，但在《河殤》裏，黃河是『世界上最暴虐最任性的一條大河』（頁一二），龍是『自然界的橫暴者』，也間接地象徵了專制橫暴者（皇帝）（頁一二），而長城則是『一座巨夫的悲劇紀念碑』（頁三五）。《河殤》對這三個象徵符號毫不妥協的抨擊，相信在中國人心靈上會產生無可避免的衝擊。」


資料來源：金耀基：〈《河殤》與中國人的反思〉，收蘇曉康等著：《龍年的悲愴——《河殤》‧爭鳴與回應》（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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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河殤》也有不少缺點。它用簡單的二分法表現結構來分析事物，而且是直線的，不是曲線的分析，持的是一元論，說中國是落後的，西方是進步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這樣的分析事物不只過於簡單，而且有錯誤。它把錯誤當作理解，又把錯誤的理解播給大家看，且有些地方在事實上也是錯的。例如，它引《詩經》的話說中國土地是皇帝所有的，這是不對的。中國在秦之後，土地就可自由買賣，反而是西方在中古時代，土地是貴族所專有，不能買賣的。
撰稿人以誇張的語言說中國是退步的、呆滯的、老化的、腐敗的，而西方從希臘開始就是進步的。但與此同時，他們又說宋朝的城市已有二百萬人，而當時歐洲的城市只不過十來萬人，中國在八至十四世紀在各方面都比西方進步，像這種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細究起來，《河殤》是有許多諸如此類的矛盾的。
換句話說，不能簡單化地說中國從遠古開始就停滯不前。用這種直線式二分法說中國是停滯的，西方是進步的，並不能認清事實，也不能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中，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則是：哪些因素使得十五世紀以前的中國在許多方面超過了當時的歐洲文明？哪些因素使得以前落於中國之後的歐洲產生了『文藝復興』及其後的機動的歷史？
對中國傳統持整體性的否定態度是這些撰稿人的基本心態。這是自『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反傳統的民族主義、反傳統的愛國主義。它有兩項特點：一、它認為思想文化是政治、社會與經濟的決定因素。過去的一切主要是由於過去的思想文化所導致的。這是一種思想文化決定論。二、他們對現在的中國非常不滿，而『現在』則主要是過去的思想文化所決定的。所以他們主張『思想革命』與『文化革命』。而中國的一切缺點主要是被傳統文化塑造的國民性所導致的。因此『思想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對中國傳統的徹底否定。這一文化上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與上述一元論的思維模式關係很大。頗為反諷的是，這一思想模式，據我的研究，則導源於傳統中國一元論式的宇宙觀與思想模式。」


資料來源：林毓生：〈中國意識危機與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收蘇曉康等著：《龍年的悲愴——《河殤》‧爭鳴與回應》（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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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後在大陸上所出現的新現狀很快地又成為被否定的對象。思想激進化的歷程仍然在持續之中。我們當然不能天真地把這些一次比一次激進的政治行動都歸因於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激化。其中當然涉及無數內在和外在的、個人和社會的複雜因素。我們只是要指出，像『文革』這樣的巨變也可以從思想史的背景方面獲得一種理解。這個背景便是上面所說的，思想的激進化過程。這一過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歷史；它積累了一股越來越大的動力，好像巨石走峻坡一樣，非到達平地不能停止。『巨石走峻坡』只是一個比喻，並不十分恰當，因為思想激進化過程並沒有現成的平地可止。關於如何建立一個合理的人間秩序的思維最後總是要落實到某種社會、政治、文化的體系上面——這是思想的『平地』。
從一般的標準說，中國現代思想的激進化在『文革』時期已走到了全程的終點：不但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徹底的否定，甚至社會主義的文化主流也遭到猛烈的抨擊。總之，古今中外一切存在過的社會秩序都成為詛咒的對象。
那麼『文革』以後，中國思想史的激進化過程是不是已結束了呢？在最近這十年間，由於『改革』和『開放』的需要，我們重新聽到了大陸知識分子的心聲。這十年來的大陸知識界確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氣象。今天大陸上知識分子的聲音很多，不再是單調的直線發展。但是就其中所表現的主要傾向而言，我們覺得激進化的歷程仍未終止，不過倒轉了方向而已。如果我們以『五四』為起點，我們不妨說，經過七十年的激進化，中國思想史走完了第一個循環圈，現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點。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權、個性解放等觀念再度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中心價值。全面譴責中國文化傳統和全面擁抱西方現代文化似乎是當前的思想主調，這是不難理解的。不少人把中國傳統理解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正是由於這一結構，才形成在中國生根和成長的現實。儒家自然又成為眾矢之的。有些人甚至提出『馬列主義儒家化』的論斷，認為一切災禍，歸根到底還是要由儒家來負責。中國現狀不是這幾十年之內造成的，其淵源在中國遠古的黄河文明。西方文化則自始即是健康的、先進的、活潑的。中國只有徹底掃清原有的文化傳統，歸宗於藍色的海洋文化，才能真正得到解救。這就是電視劇《河殤》的主題。從《河殤》的轟動一時，我們不難窺見反傳統的激進思想是多麼深入知識分子之心。
從思想的實質說，第一個循環是從『五四』的自由主義，特別是其中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迅速地向社會主義的一端轉化。『五四』時代強烈的個性解放和自我意識是對於傳統的『名教』的反抗。但此後的民族危機日深卻使『大我』淹沒了『小我』。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本無必然的歷史聯繫，不過二者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即以群體為本位。在這一點上，二者終於合流了。
以中國的特殊經驗而言，正由於第一循環始於摧毁舊名教而終於建立新名教（編者按：指馬列主義），所以今天第二個循環又不得不回到『五四』的始點，再度從個體本位出發，但以其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而言，第二循環的激進較之第一循環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由於『五四』一代的傳統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對中國文化的長處還有親切的體驗。傳統的道德規範和情操對他們的立身處世多少還有一些約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無論在知識上和生活上都已沒有機會直接接觸傳統文化。他們往往把極權體制看成中國文化的現代翻版，在這樣的心態下，反現狀和反中國文化竟合為一體了。」


資料來源：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收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海：東方出版社，2000年），上卷，頁42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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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全面反傳統的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比它所推翻的舊秩序更為惡化，這並不是由於革命者在思想上太保守了，而恰恰是因為他們太激進了。這是一個有趣的『悖論』，這裏不能詳細分析。簡單地說，革命的激進分子總是想掃光一切傳統，然後在一張白紙上重新建造一個理想的社會。但是由於事實上沒有人真能片刻離開傳統而存在，所謂全面反傳統的革命最後必然流於以傳統中的負面成分來摧毀傳統的主流。其具體的結果便是壞傳統代替了好傳統。……所以這個『悖論』也可以歸結為一個歷史的教訓：激進的革命之所以無法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正是因為它不能保守和繼承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成分。」


資料來源：余英時：〈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華先生〉，收氏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1995年），頁200。
建議討論問題：
1. 依資料八，《河殤》用了哪些民間熟悉的象徵符號來批判中國文化？從哪幾方面可以說《河殤》的文化反思是「五四式的」？
2. 據資料九所述，作者認為《河殤》用了什麼方法來分析中西文化？為什麼這方法使得《河殤》在內容上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另作者認為什麼是《河殤》的基本心態？這心態有哪兩項特點？
3. 依資料十，什麼是余英時所謂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化歷程？《河殤》是這個歷程的一部分嗎？另余英時認為從五四到《河殤》的七十年間，中國的現代思想經歷了哪兩個循環？為何這兩個循環使得《河殤》「又回到五四的起點」？
4. 依資料十二，什麼是激進革命的「有趣的悖論」？假如有人質疑說《河殤》的作者群為何會把「文革」後的現狀亦即極權體制造成的惡果歸罪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不是在「文革」時已被徹底否定掉嗎？你認為激進革命的悖論能回答這質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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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在後冷戰時代，源於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也同樣破產了。現在不但一部分知識分子表現出重新認識文化傳統的嚴肅要求，甚至官方也開始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學，發生了興趣。前者可用近兩、三年大陸上出現的一般『國學』新潮為代表。這股新潮的性質並不簡單，暫時還無法分析得清楚。但是如果我們說：在『國學』新潮的後面，存在着一種文化認同的潛意識，大概尚不至於離題不遠。」


資料來源：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1995年），〈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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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有的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中共官方似乎不得不轉向民族文化的傳統中去尋求統治權力的精神根據。
不可否認地，近幾年來，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識中，中國文化傳統的位置確有所提昇。但文化危機則仍非短期內所能挽回。這裏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民間社會為政治暴力摧毀殆盡，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許多基本價值不是遭到唾棄，便是受到歪曲。據最近的實地調查，不但仁義道德、慈孝、中庸、和諧、容忍等傳統德目失其效用，而且一切宗教信仰——包括敬祖先的意識——也在若存若亡之間。這種思想狀態遍及於各年齡層，其主要造因則在一九四九年以後，而以『文化大革命』為最大的關鍵。所以研究者沈痛地指出，三十年的毛澤東統治給中國人留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危機，舊的價值系統已殘破不堪，但新的價值系統卻未出現。這是一種文化真空的狀態，前景如何則無人能加以預測。（詳見Godwin C. Chu and Yanan Ju, The Great Wall in Ruin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中國文化的實況如此，決不是空言所能濟事的。」


資料來源：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1995年），〈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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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大陸學人的反傳統激情現在雖有開始退潮的跡象，但新的『國學』研究僅在萌芽階段，目前還不足以承擔闡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任務。一般而言，人文研究和科學研究一樣，都需要有一長期的研究傳統作為它的根據地。研究傳統越深厚，則取得的成績也越大。……西方人文研究在近二、三十年中變異迭出，但整個傳統卻因此而變得更為豐富。與此相反，中國的人文研究傳統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便中斷了。以『國學』而言，二十世紀前半葉原已建立起深厚的基礎，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經、史、子、集各部門的遺產，另一方面又發展了新的觀點與方法，而且研究的取向也是多元的。但是自五○年代起，大陸上的人文研究便已為粗暴的意識形態所全面籠罩，以往『國學』研究的業績被徹底否定了，甚至『國學』這個名詞也長期成為禁忌。在這種背景之下，今天要想復活『國學』研究真是談何容易！」


資料來源：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1995年），〈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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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大陸官方如果真有意假借中國文化或儒家以緣飾其政權的合法性，則對於中國文化或儒家而言，這將成為『死亡之吻』。自『中國特色』的提法出現以來，大陸官方越來越乞靈於民族主義的情緒。前兩年在人權問題上，他們附和新加坡李光耀的說法，強調民主與人權的內容因民族與文化而異。不但如此，他們甚至公然宣稱，中國人的『人權』首先便是『吃飽飯』。前面已提到，大陸官方不但開始重視儒家（這也是追隨李光耀的倡議，可看Foreign Affairs一九九四年三、四月號李光耀的長篇訪談紀錄）而且正式用『五千年文化』的口號向臺灣進行『統戰』。把這許多跡象聚攏起來看，我們不能不疑心大陸官方確在採取一種偷梁換柱的新策略，想用『中國文化』或『儒家』來取代破了產的馬克思主義。一切證據都顯示：大陸官方決無絲毫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的意願，他們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為最高原則。對於『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他們更是一貫地深惡痛絕，那麼他們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根據馬克思主義來否定『人權』，而必須隨著李光耀的曲調起舞，另提出『吃飽飯』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觀念呢？……很顯然地，這是因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已無人信從，而民族情緒和文化傳統在後冷戰時代又開始激動人心。這裏我們看到在文化多元的趨勢下，中國文化正面臨著另一可能的厄運：它將為官方歪曲利用，變成極權統治的工具，以抗拒人權、民主、法治、自由等普遍性的現代價值。儒家思想恐怕更難逃此刼。如果真的不幸而言中，那麼袁世凱『祀孔』和《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歷史未嘗不會重演，而中國人也將再一次失去平心靜氣理解自己文化傳統的契機。這正是我所憂慮的『死亡之吻』。」


資料來源：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1995年），〈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頁5-7。
建議討論問題：
1. 依資料一，政治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的破產造成了什麼影響？為何九○年代出現的「國學」新潮是這影響的具體表現？
2. 依資料二，什麼是當前中國大陸的「文化真空狀態」（或「文化危機」）？這種文化真空狀態是傳統文化得以恢復的契機嗎？為什麼余英時認為「文革」以後要恢復傳統文化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3. 依資料三，為什麼余英時說「國學」新潮「目前還不足以承擔闡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任務」？
4. 依資料四，什麽是余英時憂慮的對中國文化或儒家的「死亡之吻」？為什麼這死亡之吻會使得中國文化或儒家的恢復的契機變成危機呢？
導論：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傳統與反傳統思潮








建議分析內容：





「文革」後意識形態控制的放鬆與思想解放。


八○年代出現的各種新思潮。


新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河殤》：五四反傳統舊調的重彈。


九○年代的國學熱。


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危機與契機。





探討問題建議：





八○年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界湧現了哪些新思潮？


《河殤》為何重彈五四反傳統的舊調？


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發展：危機乎？契機乎？





探討問題建議（1）：八○年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界湧現了哪些新思潮？








探討問題建議（2）：《河殤》為何重彈五四反傳統的舊調？








什麼是「河殤現象」？








《河殤》如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








為什麼重彈五四反傳統的舊調？








探討問題建議（3）：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發展：危機乎？契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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